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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道”与“自然—自由”：
庄子心性秩序理论的形上建构

张廷干

［摘　 要］　 在天人之辨这一主题中，局限于对庄子哲学作“客观自然义”理解，遮蔽了其心性理论

及其道德哲学主旨，即如何合乎人性化生存这一存在论与价值论问题。理解庄子的心性秩序建构需要

把握其双重规定性，即“德 －道”理型与“自然 －自由”，前者构成心性秩序的本体性规定，后者则是庄子

建构心性秩序的实践理性原则。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与道德、个体性与普遍性、生命个体与伦理实体

的关系及其内在张力获得伦理道德精神与心性秩序的精神还原。基于本体与现象的区分对自然与自由

关系的探讨，庄子不仅深刻反思了人的道德存在本质从而呈现其存在论价值视阈，而且由对自然心性与

现实人伦的深刻审察进一步敞开社会伦理向度这一重要的实践领域，探讨自然秩序与道德价值、自然心

性与历史道义之间的关系，由此获得审视现代理性道德价值这一深刻的现代性论域。

［关键词］　 “德—道”理型；自然—自由；心性秩序；形上建构

若以“客观自然义”理解：一方面把庄子作相对主义与伦理虚无主义把握，否定庄子心性论的道

德蕴涵；另一方面忽略庄子基于天人之辨对本体与现象的区分及其预设的自然与自由、个体存在与

伦理实体之间的内在紧张而片面化其自由理论，从而无法深入把握其如何合乎人性化生存这一存在

论与价值论问题的哲学主题。理解庄子心性秩序理论建构及其主题应把握双重规定性，即“德 －道”

理型与“自然 －自由”，前者构成心性秩序的本体规定，后者则是建构心性秩序的实践理性。这样自

然与德性、个体性与普遍性、生命存在与伦理实体的关系可获得伦理道德精神的还原，由此探讨自然

秩序与道德理性、自然心性与历史道义的关系并审视道德价值这一深刻的现代性论域。

一、“德—道”理型与心性秩序的本体规定

老子思考“天人之辨”、统一宇宙本体与生命意义的核心命题是“道，自然 － 无为”与“上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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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由此解决“道”与“德”的关系问题。“自然”成为“万物”本源，“道”因法自然而成为第一因，蕴

涵着存在本体与价值本体的统一，不仅解决了道德的本体根据并触及人性与存在问题，而且凸显其

哲学的中国特质：一是超越以自然事物或现象说明世界起源的原始直观与原始宗教思维而具有“自

然本体论”意涵，以自然“常道”解构春秋时期流行的包括“神道”在内的三种道论，切断了原本就较

为脆弱的人与神的联系而代之以人文德性与自然本体的关系，形成中国伦理文化思维的一个主要基

点：神学本体论的缺失；二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以道观之，知识与价值内在于人的生命本

性。也就是说，尽管老子对“道”与“德”的思考和探讨蕴涵着一定的心性与生命存在思想，“心”与

“性”的作用问题却并未成为老子乃至那个时代的哲学主题。而庄子在这方面所做的哲学努力却未

受到充分注意，当代学者在探讨人性问题时常常混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拔高“程朱独断论的道德

形而上学”或将“孟子泛价值主义”扩大化，从而形成“单一化的人性论史观”，①或者认为庄子哲学是

狭隘的“客观自然义”而最终由哲学相对主义走向伦理虚无主义。本文试图说明，作为老子思想的继

承与创造性发挥者，庄子何以发展了老子的自然本体论，并在天人之辨的语境中深化“道物”关系以

及他建构自己的心性秩序理论的逻辑进路、本体规定及其道德形而上学意涵。

首先，庄子质疑老子“道”的“始源”义，以“无”把握“道”本体及其与现象的区分。一是把“道”

的本体玄奥落实于现象界“万物”自身，消解其“域中四大”的至上性，还原万物一体的伦理实体性状

态：“未始有物”“未始有封”“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个体与“道”相统一而获得存在的合

法性根据。又讲“唯道集虚”、“万物殊理，道不私”（《则阳》），乃至于“道通为一”。这样，“以道观

物”，万物根本上就有了同一的原理与价值根据，由此，“道”的第一原理是“生命的存在与天国秩序的

合一”；②二是以形式上的矛盾蕴涵本体与现象的区分。庄子既说“道”“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

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师》），又强调“物固自生”（《在宥》）。严复与傅伟勋就此表达其

对庄子的批判③却未注意这里蕴涵的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区分。④ 这对庄子心性论至为重要。三是以

“无”悬置“道”的“始源”意并为智识设定界限。庄子以对“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的讨论质疑

道之“始源”，强调“无”，曰“泰初有无，无有无名”，“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

不可见”。通过“无”悬置“始源”以把握“道”本体是因“始源”问题的非时间性，因而无法探知，故万

物存在依据的“道”无法经验地把握，从而赋予“道”以超验本体意涵。可见，“无”并非绝对虚空，而

意在为认识之“知”与实现心灵超越设定认识论界限，通过形上思辨方式揭示有限存在参与无限宇宙

的可能方式，这对王弼贵“无”并以“必反于无”的存在论注解《老子》有着深刻影响。由此，通过“无”

的凸显，庄子得以敞开人的主观精神与主体性价值这一维度并为生命活动提供某种指导。

其次，把老子“道”的客观实在性转换为内在主体性，“道”与人的生命存在得以结合并落实到心

性，内化为心性秩序与精神境界，即“道内在化而为人之德（性）”，并“通过人之心显发出来”，⑤拓展

“道”与“自然”的意义场域，以“道论”为基础演绎并证成心性秩序的形上原理，建构“德 －道”理型和

“德 －道 －心性”形而上学形态，并把天人之辨拓展到心性秩序与礼俗文明的双重论域。

一是将宇宙生化与道德世界和伦理世界融为一体，其集中概括：“道，未始有封”，“德，成和之修”。

“道”即是个别物与普遍物、个体与实体统一的自然实体状态，曰“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在太极之

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而“道”落实为“万物”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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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德”，对“道”的分有之“德”创构具体万物，曰“物得以生，谓之德”（《天地》），“德者，道之舍。物得以

生生，知得以职道之精。故德者，得也”，“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比以得。然莫知其极”

（《管子·心术上》）。在这里，庄子与管子继承老子“道”“德”的相关观点，而庄子的发展是：“德者，成和

之修”。根据“道物”关系，“成和”既意味着自我心性中消解特殊与普遍的差别与对立，复归于“道”的实

体状态，而且蕴涵着不为物役的内心和谐，即道德世界中道德与自然的和谐，这也是“物物而不物于物”

以及“游心于德之和”的完整道德哲学意涵。“德”不仅因分有“道’而明显地具体化，而且被赋予了本体

地位。庄子继承老子“尊道贵德”思想，把“道”作为万物存在的形上依据却消解了其至上性，“德”不再

处于对“道”的从属地位，所谓“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天下》）。“遵道”只是悬设，“贵德”才是内核，不

是以“德”从“道”而是“道”基于“德”。遵循以道德理性诠释自然秩序与天道本体的道德形而上学路径。

这与“道”虚无化与内在化以凸显人之心性的方式与主旨内在一致。这样，庄子心性秩序的本体依据不

是“道”或“德”，而是“德 －道”理型①的形而上学结构。这既不同于汉儒“宇宙生化论”，也为宋明理学

在寻找道德价值的形上根源时所吸纳，并用于处理天道自然秩序与道德理性的关系，确立道德理性的价

值本体，而之前的儒家心性论因悬置“天道”而缺乏本体：“以礼出于天”而不知“礼本天之自然”，或以

“天”的神性主宰义消解心性的内在超越性：告子“以义为外”而不知“所以行义由内”（《张载集》），然而

张载似乎未能看到告子“生之谓性”与“仁内义外”对伦理道德作为人的本性的拒斥。而忽略“德”的本

体地位，是把庄子哲学自然化并与儒家截然区分而看不到其深层联系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是将“德 －道”理型赋予万物的“尊道贵德”本性和生命本质存在融构起来，使“道”、“性”经由

“德”而贯通，建构既不同于老子又与儒家复杂关联的心性论。一方面，较之老子注重客观自然义的

“道”，庄子的“‘道’从主体透升而成为一种宇宙精神”，凸显道和人的关系并通过“性”得以落实；与

老子“道生”“德蓄”不同，庄子赋予德性与万物乃至自然人性以更为直接的关系：“性”不仅是道德理

性以“道”的方式贯彻，而且也是对“德”进行“道”的提升的落实。曰“道者，德之钦；生者，德之光；性

者，生之质；性之动，谓之为；为之伪，谓之失。”（《庚桑楚》）“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形体保神，

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天地》）。以上论述表明：第一，“德”不仅意味着具体事物的生成与

存在，而且赋予生命以不同性态；事物生成各具自身的形体或特质，正是“性”关联着形体中精神的作

用，而“性”源于得“道”之“德”。第二，性与德不仅具有自然本性，而且“德”不仅构成贯通“道”“性”

的中介环节，而且与万物、存在是同等程度的范畴。当“德”运用于人类即赋予其生命，而与之相应的

“性”则构成生命的本质。徐复观把“德”与“性”等同理解：“德”即是《庄子》内篇与外杂篇中的

“性”，“性是德在成物以后，依然保持在物的形体以内的种子”。② 第三，具有先天自足德性的“性”可

能在“作为”中丧失本真而成为“恶”，从而有“性修反德”必要，由此赋予“人性”以主体性人格，“德”

即是人性的自然之质，构成人性的本源规定且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就此可质疑以下观点：庄子学

派承继告子“生之谓性”提出“性者，生之质”，都是“主张善恶的道德观念并非人性自然之质”的自然

人性论。③ 这样，庄子与孟荀不同：庄子在老子道德论的基础上探寻万物乃至心性秩序的根据与成

因，以“人类受命成性之初的真朴状态为本性”，“以人性论为人生论的基础，而人性论的建立有待于

哲学形而上学以为其根据”，并对性恶有更为深邃的意识；而且与黄老学相区别：黄老学不仅更注重

“人情”而非“性”，而且以趋利避害的自然人性消解“人情”的道德属性走向对外在社会政治的强调。

三是基于本体与现象之分建构“德 －道 －心性”这一“天人合一”形而上学辩证结构形态，确证

合乎自然人性的道德自律论。第一，庄子发展老子“自然无为”思想，在社会伦理与道德境界层面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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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自然德性。在社会伦理层面，面对周“礼”之流弊，庄子认为“仁义”应出乎人之自然而合乎情性，曰

“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在这里，庄子与孔子相通，前者强调出于自然本性的仁义，即“爱人利物之

谓仁”、“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而后者提倡由情说仁、缘情制礼；在道德境界层面，

庄子将仁义由爱人拓展到万物，提出“鈄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大宗师》）、“仁常而不

周”（《齐物论》）乃至“至人无亲”（《天运》），这与“道生之，德畜之……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夫莫之爵而恒自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所表达的蕴涵是一致

的。进而，“德”成为“道”与万物合一的概念以及“现象世界中‘道’的现实形态”，自然人性得以自由

生长。郭象以“独化”解“自然”，说明万物因性自为自长，符合庄子心性论；第二，庄子划分本体之域

与经验之域，区别“性”自然与“心”经验，说明“性”的二重性：原初的自然本真之性与现实经验之性。

这是他把握“性”之德与批判人道原则的前提。庄子把人性自然之“德”看作达到天人合一的纽带与

理想状态，“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天

道》），因为自然人性的德性通过“心”在经验世界可能丧失体悟“自然”的能力，即“离道以善，险德以

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

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而人性恰恰是在感性经验中丧失质朴自然，人性中本原的

恶与心经验地关联，回归自然人性不是经验性问题，“缮性于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治

其明，谓之蔽蒙之民。”（《缮性》）而是否定经验通过心灵转化回归“道”，“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

与天地为合”（《天地》）。通过“德”而“道”进而“尽性致命”，“达于情而遂于命”，成就心性和谐。就

此，“德 －道 －心性”辩证性结构才是庄子由“天人相分”达致“天人合一”形而上学的辩证形态。

与本体和现象、性和心的区分相对应，庄子呈现自然人性与礼乐文明演进的悖论，揭示人心智巧

对礼俗文明的操纵，以“仁义其非人情乎”质疑与真情至性相背离的道德实践与人伦秩序的合理性。

一方面，指出道德与仁义的体用关系。“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义次之”，

进而指出“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明确区分“道德”之本与“仁义”之用

并把前者作为后者的根据，视“属其性乎仁义”为“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

者”（《庄子·骈拇》）的道德他律；另一方面，道德生活需祛伪善以返自然，即“反其真”（《大宗师》）。

“真”意为合乎自然之性，源于天地又内在于人，贯穿人道与自然双重原则。庄子“无以人灭天”并非

荀子所批判的“蔽于天而不知人”，而是规避以道德之“名”破坏自然人性，强调自然存在与价值存在

的统一。而且以礼俗规制确证德性，可能产生伪善或以道德名义行道德暴力，曰“贼莫大乎德有心而

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内视，内视而败矣。”郭象注：“有心于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

不知所以得。”（《庄子注·列御寇》）成玄英注：“役智劳虑，有心为德，此贼害之甚也。率心为役，用

心神于眼睫，缘虑逐境，不知休止，致危败甚矣。”（《庄子疏·列御寇》）这里，庄子继承老子“上德不

德”思想，既是“齐物”精神在价值与生活世界中的特殊表现，也是合乎本真人性的道德自律。作为较

早深刻透悟人性结构存在“伪善”的哲学家，庄子的自然德性与康德设定道德原则不可知却又遵循超

越经验性的道德律令具有本质相通性，也深刻影响玄学把本真“自然”与虚伪“名教”相对应。

二、“自然—自由”的形上建构与心灵超越的实践理性

庄子在“天人之辨”中发展出“以自然为宗的形而上学基础”，建构了“德—道”理型这一心性秩

序的自然本体规定，然而“心”的经验运用则可能背离这一自然而失去自由。因而，完成心性秩序建

构必须依靠心灵的转化超越，回归“自然—自由”，最终回应合乎人性化生存这一存在价值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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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践理性是在“道”的趋近中获得“本体自由”，从自身“内在自然”与社会“外在自然”等束缚中解

放出来获得内在德性自由与外在伦理自由。基于此，庄子心性秩序建构一方面基于“天人相分”来把

握“天人之辨”，深刻揭示本体与现象或“道物”关系，否定“心”与“知”的僭越，以此探讨自由与自然、

个体存在与社会人伦的关系，另一方面，其背景论域始终预设着性自然与心险恶以及自然原则（自然

人性）与人道原则（礼俗文明）的内在紧张。

庄子基于天人相分和本体与现象的区分走向回归人性自然，但较一般的自然人性论走得更远：

赋予心性秩序以本体道德属性，进而探讨人异于其他存在的规定性：人拥有“知”并以之为主要内容

确证心性的自由本性，曰“彼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德充符》）。局限于认识论视

阈理解“知”是对庄子作直觉主义、反智主义与相对主义诠释的根源。庄子拒斥“分别之知”和康德讨

论理性界限相似，知性的僭越运用被康德认为必然导致先验自由幻象，也不能用于庄子“道”本体与

德性实践。然而本体界虽不可知，却是实践理性运用的自由领域，与康德悬置知识由理论理性走向

实践理性确证意志的自身立法一样，庄子限定“知”使“心”概念具有了自由意志与实践理性蕴涵。

本体自由源于与“道”一体的自然实体状态与形而上学本性。庄子在本体世界强调“道通为一”，

更多的是从“道，未始有封”、“德，成和之修”的伦理实体状态而言。因而若“只描述体‘道’以后的心

灵状态，背离‘道’这一普遍性，心性秩序则缺乏客观的判据与依托。”①而且，庄子的逻辑进路以考察

现象界的道德分化为逻辑起点而体现“德—道”理型。作为实存的现象界是已然分化、名实分离的生

活世界，生命存在于现实世界，因异化而被分割与遮蔽，使“道隐于小成”：不仅是对“道”的片面把握，

而且指外在欲望的满足与功利意义上的有所“得”，这都背离心灵德性的本真。因而，如何应对这一

分化世界即成为不可回避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既然“道”的基本结构展开并显现为人的德与性，道

之性亦即人之性，人之性必显于人之心，即是“本然”向“实然”的落实。因而，若没有“心”与“道”的

结合，“德”与“性”则可能被“心”所异化从而丧失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无自由可言。由此，本

体自由需要“循道而趋”而“解心释神”，“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腷溟，解心释神，莫

然无魂。”不仅培养‘隔离的智慧’，使精神从现实束缚中提升并从封闭心灵或自我格局中超拔出来，

在行为中超越功利性谋划。庄子明确拒斥了纯粹道义主义与功利主义。

而如果“知”构成“心”与“神”这一精神世界的主要内容，那么，“物”即构成“知”的对象与范域

也构成其界限，“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则阳》），因而“知止于其所不知”，“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

为”，“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大宗师》）。在这一点上，庄子与儒家特别是宋明儒学相

区别：庄子基于本体与现象、道与物的区分以确定知的界限，心智能力只能知“物”，而不能知“物”之

外“道”本体，即便是万物也终有人所不知，万物各有其性，而性、命不可以知；体“道”的境界不可心

知，因而不能以知“物”之“知”去知“道”。庄子基于对“知”的界限的把握提出“齐物”、“不化”与“以

明”，赋予心灵以自由意志。“齐”在这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等同齐一”或“没有差别”，而应从万物

性分的自然性去把握：是对万物保持一种斋戒的虔敬之心，进而以“无用之用”与“物”相沉浮，保持

“物”之存在的整全性与丰满性，既恢复“物”自身的存在与意义，也持守自然人性的本真，由此敞开存

在的自由境域；而“不化”与“以明”的精神要义则是“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的常心真性。因“万物形

化，各有分别，此分别并不影响事物之化和流行”，②若“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因而，

对于心灵与生命存在来说，既然“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那么就该“顺物自然”，“知不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庄子充分注意到现实世界的非自由性却又同时承认并接受其现实给予性。这样，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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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心性的双重维度上体证“道”超越“万物”具象的生灭变化，既看到人存在的有限性，又将有限的

生命赋予无限的意义与价值，避免智识的虚妄运用，摆脱对主体性和抽象实体的虚妄偏执和依赖性

而达致一种“镜心澄明”与“莫若以明”，“澄明之心得以体认这世界中群我关系乃互为彼此而相互依

涵，进而‘以明’之心得以观照各物乃彼此互为主体、相互会通，而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① 使

“心”恢复提升到“自身与世界同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最终达致“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

德性自由不仅意味着从内在“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保持那种“不与物迁”的“不动心”，避

免“以物易性”，而且要求“顺物自然无容私”。“齐物”、“不化”与“以明”所体现的正是“天地”或“自

然”“无为”的实践理性：“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庄子·至

乐》）天地无为，要求任万物之自然，才可能走向合乎人性化的生存。而这可通过正确运用“去知”方

式根本上克服“人为物役”的“成心”，恢复本真之德和天性，因为“知”与价值上的虚妄共存于人性之

中，通常的“感官”和“心智”并不能本然客观地观照事物本真状态，导致对“情”的偏执与主观之“名”

的滞阻和形式化，其结果便是对异在形式化观念的依附，从而为感性欲求乃至外在利益所役使，丧失

内在的心性自由以及自身的本己存在，即“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说“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

之以知养恬。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因而，“古之行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

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缮性》），亦即“性修反德”，而且庄子明确否定对“德”的功利性理解

与运用，曰“德，荡乎名”，而“!不形者，物不能离也”，并用“无丧，恶用德”的诘问表达对“知为孽，约

为胶，德为接”（《德充符》）的明确拒斥。因此，无论是对感官的外用还是对心智的内用，其实质不是

对个体之“我”就是对有形身体的执着之“私心”，是人性与人心深层的“恶”，导致对自然本性之“道”

和“德”的背离，即所谓“淫其性，迁其德”。道德自由需要心智内省的精神和实存的转化而达到“安

其性命之情”（《在宥》），所谓“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夫恬胟寂漠，虚无无为，此

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刻意》）。这样，庄子在证成心灵的德性自由中强调“去知去欲”的真实意

蕴是对知识分裂“精神的自然统一”造成生命存在内心分裂的深刻悟省，强调“为学”与“为道”在整

全生命精神中如何平衡理性思辨能力与直觉体悟能力，而并非简单地弃绝知识与心智。

庄子对心智的知性分解作用及其僭越运用的拒斥与荀子的“分”以不同路径表达相似的道德哲学

主题即道德自我性的确立。荀子提出“天人相分”及基于此上的“人伦之分”，以其性恶预设强调对外在

道德规范的持守，确立道德自我的基本途径是“诚心守仁”与“诚心守义”以致“自我迁化”，使那种得自

于自然的缺乏道德规定的人性经由化性而至于善，“长迁而不反其初”，从而区别于孟子经由“化”而“复

返其初”。尽管其心性之学基于不同的人性预设，然而庄、孟、荀的共通之处都确立了“性”对于“心”的

本体意义，而“心”的活动成为“性”的内涵之实现，并把道德的性作为心的主宰。另外，庄、荀都有对性

恶的自觉与警惕，但庄子认为回归本性自然秩序并非可凭借经验性外力而达到，因为人性的复杂与救治

之难并非仅外在原因所致，而有其根本恶的深层秉性，即“自我”中心（伦理实体的解构导致“分”从而是

自我与普遍性“道”的分立性）以及相关的“机巧”、“智心”。庄子视“以为有物”为人心错误的根源，是

因为这意味着“自我”中心并改变“道物无际”或“以为未始有物”自然实体状态。依据郭象，“以为未始

有物”即意味着“此忘天地，遗万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觉其一身，故能旷然无累，与物俱往，而无所不

应”。据此，“以为有物”则可理解为外察宇宙与内觉其身，从而有“自我”意识膨胀的可能。与庄子不

同，荀子秉承儒家德性教化而排除心之自发善性的纯粹自我，认为相互排斥的“耳目之欲”与“性命之

情”都可用“人为”与外在规范予以制约。庄、荀的性恶意识一定程度避免了孟子基于人性乐观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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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其深远影响为：孟旬之后儒学发展的切实问题与内在动力即是如何把先天本体与后天修养相结合

以及宋明理学对于人性借助学识与道德以自炫的警觉。① 荀子以“改造自然的性恶论与孟子追求先验

的性善论鲜明对比”，规避了儒家“完全遵循孟子的路线”而走入“神秘主义和宗教”，也为儒家由孔孟道

德论过渡到易庸的世界观再到汉儒宇宙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②

伦理自由问题本质上是庄子基于“天人相分”与心性之别深刻反思的人伦制度之“有用性”及其界

限问题。庄子基于“天人之辨”的广义论域对心性自由的探讨，要求进一步揭示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或

心性秩序与人文建制的分立与紧张，敞开审视人伦制度的人文向度。与荀子不同，作为天人之辨的展

开，庄子的“天地无为”不仅制约着人自身而且规定了人与人化世界的关系。因而不能停留于“解心释

神”与避免“以物易性”，而是走向反对“残朴以为器”与“毁道德以为仁义”。而这通过对性与心的区别

理解予以说明。庄子认为经验之心的私心智巧可能操纵规约人心的仁义礼法，导致制度规范异化为外

在形式工具从而背离了道德本性，人们对其也失去虔敬之心，进而提出摈弃经验性“仁义”回归自然人

性，确定了自然原则的范导性原理并区别于儒家强调化天性为德性而确证人道原则对于自然原则的优

先性。这样，认为庄子对老子的继承只突出政治哲学，而在政治哲学领域更多是“自以为是绝对自由的

境界”的心灵自由而只具有消极意义③等评价都有片面性。较之孟子道德教化与韩非以制度规范应对

人性与人心的幽暗，庄子一方面以性恶意识与经验之心的深刻洞察质疑制度文明的适用界域；另一方

面，在摈弃礼乐制度外在形式工具化的同时依然认同其秩序：“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

循”（《大宗师》）。庄子心性论并非由哲学相对主义蜕变为道德虚无主义，而是反思儒家心性论通过圣

德仁智以达“成德之教”的伦理道德与自由实践的有效性。就此，林语堂以“道”释“儒”，以“人道”与

“人性”释“仁”，论证儒家道德哲学基础在于“完成天性及实现人的自我”有一定依据，而牟宗三对道家

的批判并非恰当：“老庄只知就此化境而言‘无’以为道，而实体之道（仁，天）则蕴而不出，隐而不彰，其

尘命总不肯向此鞭辟入里而规体承当，此其所以一间未达而流于偏支之故也”。④ 就思想史论，正是在

“性”自然与“心”经验、自然人性与文明规制的内在紧张中，道家内德不荡、身体无损的心性修养与存在

方式具备与儒家融合的精神特质并形塑“魏晋风度”式双重人格，即自然和名教、理性与世故、精神自由

与社会责任的冲突，揭示“社会伦理”与“个体德性”的矛盾，为宋明理学重构心性哲学并对传统伦理精

神进行辩证综合提供了可能，而黄老学则发展庄学中潜蕴的社会伦理层面而走向政治化与社会化。

三、庄子心性秩序理论的反思及其现代性意义

在传统“天人之辨”论域中，庄子以“德—道”理型与自由的形上建构以及对“以物易性”、“以物

易己”和“去性从心”等经验性事实的批判回应存在意义或人性化生存的可能性问题，建构其心性秩

序理论，而且这一心性理论也是以对人的自由意志的前提预设而沟通自然与自由的一种努力与尝

试，由此提供对儒家乃至现代新儒学的道德哲学主题进行理论反思的资源，不仅体现传统文化对于

伦理道德价值思考的内在逻辑，而且体现东西方文化思维内在相通的精神本性及其现代性意义。

庄子“德—道”理型的道德形而上学心性秩序理论基于对“天人之辨”与本体界与现象界两种实存

界及其规律性的区分。相比之下，儒家的一个深层问题则是：在天人合一框架下理解伦理道德的超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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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绝对性，从而可能陷于对内在超越性道德的乐观与狂热。依据相关研究，中国儒家道德哲学总体上是

以信仰性道德寻求规范性支持的过程并始终存在着这二者之间的对立。儒家孔孟之后的道德哲学一直

致力于“天道”与“人德”之间的贯通，包括宋明理学的儒家道德哲学试图在本体论与修养论的同一中以

“知天”而“尽性”的道德乐观确证道德理性的绝对性与超越性，但无论是程朱客观外在认知的“性即理”

还是陆王主观内向实践的“心即理”，以道德理性解释自然秩序赋予道德价值的绝对超越性，把心性等同

于仁义礼智并予以绝对化，进而直接等同于自然秩序，都未真正解决“理”的客观性与“善恶”的应然性

或“必然之理”与“价值之理”的内在紧张，造成主观心性境界与客观规范实存无法统一，从而最终把自

身置入自我否定性与他律性的悖论境域；王阳明更是以“致良知”探求普遍有效性来克服这一困境，却走

向“心外无物”的极端唯心论，“用境界性的实存界消解掉自然的实存界”。而现代新儒学代表牟宗三赋

予心性以“智的直觉”，进而赋予普遍“心体大主”以圆觉之照的客观性实体化张载的“气”“太极”，由此

建构道德本体，“打通自然实存界与实践实存界进而实现他的‘本心一元论’、‘道德一元论’”，却因为

“智的直觉”内蕴着深刻的矛盾：既承认人性与自然的差异却又承认“心、性、天”同一的“天人合一”，同

样是不成功的。上述儒家理论缺陷的根源在于：始终囿于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而缺少本体与现象

两个实存界的区分意识。① 这是反思庄子心性秩序理论得到的一个重要理论启示。

庄子心性秩序论所涉及的本体与现象的区分以及自然与自由关系的本体论探讨，不仅呈现出对

道德本质的深刻反思并据此回答个体生命如何合乎人性地生存或不同于其他存在物的存在这一深

层问题，展现出深刻的存在论价值视阈；而且由对自然心性与现实人伦的深刻观察进一步敞开社会

伦理向度这一重要的实践领域。如果说，对实体性的否定与摆脱正是现代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并构成当代道德哲学必须应对的主题之一，反形而上学、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却终究无法真正走出

内在性与超越性的伦理困境，那么，庄子对于心性秩序所做的道德本体与自由本性的规定，不是伦理

实体状态的简单否定，而是深层揭示心灵寻求实体认同的形而上学本性以及对文明化实体的本真道

德性。根据上文，客观“人伦”制度及其效用界域的审察始终构成庄子建构心性秩序的潜在背景，他

并非完全否定人伦分际的客观存在性，因为不仅“道”的开显与遮蔽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于人文或人伦

领域，而且生命不仅存在于“六合之内”也存在于“人伦”之中。庄子借孔子之口说出君臣之义、父子

之亲乃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戒命。既然如此，自由的实现就不能在人伦、六合之外，人伦的实存

可以构成“道”得以开显的澄明境域。那么，庄子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表达对人伦分际的否定？庄子的

意思应该是：任何单纯内在性的经验与外在形式化抽象的实体都应被看作是一种虚假性设定。因为

心性秩序在现实人伦关系中异化的深刻根源并非直接源于人伦分际本身，而是这种关系中的“自是

而相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的“知性”偏执以及各种利益结构的固化，由此设置着人与万物、自

由与自然乃至个体与实体之间的“通”的障碍和绝对界限。因此，人文关系的划分与偏执乃至固化正

是对伦理世界、伦理状态的一种偏离与破坏。庄子由此提出“去知与欲，循天之理……乃合天德”

（《庄子·刻意》），通过人文性的反思表达对生命人性化生存的深切忧思和终极关怀，克服和超越寻

求知识、计较功利的知性阈限，在社会制度和关系结构中把人伦价值与伦理自由从固化的分际界限

中拯救出来。庄子并非反伦理或反道德的个体主义者，而这是庄子研究被忽略的重要方面。因而，

发掘庄子心性哲学对人文制度的反思认同即具有现时代意义。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及其利

益关系的固化正是我们当前影响改革与社会道德发展的深层结构性难题。

这样，庄子心性秩序理论的启示还在于：一方面，基于“个体存在”反思“个体”与社会历史或人文伦

理之间的关系及其意义，克服或超越儒家伦理存在着的以人伦总体性压抑乃至消解个体特殊性的价值

０２２

①盛志德：《牟宗三与康德关于“智的直觉”问题的比较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８４ １８６页。



取向；另一方面，社会伦理秩序的建构需要在个体道德和伦理实体两个维度上进行。庄子揭示的是我国

传统伦理文化中存在着的这样一种状况：“只要个体至善，最后就能达致社会至善”的文化原理以及“德

性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悖论特征，造成实践中以伦理道德遮蔽或僭越其他领域，即可能把伦理

道德秩序直接等同于其他具体领域的秩序而忽视社会制度与道德规则的价值审视与建构，由此而来的

实际状况是：只重视伦理道德建设的有效性而忽略社会其他领域的正当性诉求。尽管，似乎难以在个体

与实体之间建立一种理想平衡，但还是存在衡量社会伦理充分性的标准：一种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是否

富有成效取决于它在历史和超越之间张力的性质，而衡量这种性质的一是它超越于历史的每一种价值

和成就的程度，不至于把历史发展的相对价值及其目标当作道德自满的基础，另一个则是它与历史保持

有机联系的程度，不至于因这种超越性而拆解或损害历史的意义。而若历史被“希望把意识或精神”带

入世俗世界以及希望用宗教性或政治性的绝对正义来对抗世俗世界这样两种心态所撕裂，则现存世界

的鸿沟也许更难以逾越，由此而来的则可能是历史理性与人文制度的彻底否定。

因而，进一步的问题则在于：作为人的存在结构的心性秩序的基础究竟应置于自然秩序抑或是

理性化的历史道义之上？在此意义上，庄子的心性论在现代性语境中与西方学者的思考就有了内在

关联，呈现出人类在哲学思维与生命存在结构的形上之思方面的内在契合与相通本性。庄子基于对

“三代”自然伦理实体状态已发生现实断裂以及“以物易性”的深刻悟省，以其关于“天之天”与“人之

天”的辨析以及对于“开天人之天”的否定确定了自然原则的范导性原理。他强调“以天待人，不以人

入天”，从而确立起自然原则对建构心性秩序的优先地位，反对知性原则对自然心性的宰制性规约，

尽管在庄子后学那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已经存在着不同的演化路径。基于此，可以借助庄子的

心性秩序理论评述卡尔·洛维特源于其自身个体心性的“自然性”思想与海德格尔存在论对于历史

道义的拒斥。洛维特把问题意识置入作为古希腊思想基础的“自然本体论”以及作为基督教历史思

想基础的“神—人主体论”所构成的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张力与境域之中，把现代性理解为是“源于

基督教而反基督教的历史哲学重设历史道义及其解答”。试图通过“还原近代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

解构“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历史道义论”，质疑西方主流思想传统从赫尔德、黑格尔至伽达默尔的“历

史发展逻辑论”以及“理性地把握历史道义的近代思想的正当性”，以此恢复“自然与历史”的源初关

联，①或者说，通过古希腊的整全自然性或实体世界观来克服“现代主体主义的世界论虚无主义”，在

自然秩序的遵从中理解心灵与世界的生存原则以恢复“自然人性”，因为虚无主义作为“既可以是最

终没落和对存在的厌恶”又“可以是强大和一种新的存在意志”②的双重呈现，乃是启蒙现代性的必

然结果，其根源在于现代性自我主体的意欲膨胀所造成的对于“自然意识”的颠覆，最终是“历史的自

我从先验的自由意识推进到生存的自由意识”并制造了带有基督教烙印的“神学的自我生成论”。而

对于海德格尔，无神的人性化世界的“脱世”性正是他与洛维特所说的脱离“自然”的无根性生存。因

而，洛维特对历史哲学的溯源接近于海德格尔对历史形而上学的现象学批判：海氏对近代形而上学

的本体论神学前提的还原，“力图把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因素从对上帝的信仰中清除出去，目的是要

回到本源的基督教信仰”，③并恢复前苏格拉底意义上的自然本体论，他试图以较海德格尔的传统神

学批判更为激进的立场消解对于时间与历史意义的理性追索方式。由此，海德格尔、洛维特与庄子

的思想逻辑并非从现代人文主义所诠释的“人性”或“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人的“实存”或“现实性”

思入存在的本真，强调“存在对于人的本源性”之于“反人道主义的本质规定性”的构成性。④

０２３

①
②
③
④

［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１３ １４ 页。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５６ 页。
王新生：《论海德格尔“存在 －神 －逻辑学”批判的神学维度》，《哲学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段德智：《主体生存论：对“主体死亡论”之超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１ 页。



无论是庄子的心性秩序论，还是洛维特、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其真实意蕴都是致力于揭示由

神性自然与理性历史、自然与自由之间的极端二元论所导致的虚无主义，重建“生存”与“意义”之间

一度失却的本源联系。即便如此，庄子心性论与洛维特的现代性批判乃至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依然

存在不同，一方面庄子在人性化生存的思考中最终回归自然并确立主体性精神价值，洛维特诉求于

一种灵性生命的宗教性，而海德格尔则以一种历史性视阈建构非理性主义的历史生存论哲学以超越

“理性—主体”模式；另一方面，洛维特与海德格尔把人性化生存问题以及被“精神污染”了的生活世

界的非本真性看作是理性的结果，而庄子以道观之，则不存在事实与价值的分离，知识与价值内在于

生命本性，构成人性本源的原初同一性和生命的终极和谐性，这是中国哲学的整体精神特质。然而，

无论是依据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意涵，即“以人为本，具有强烈的世俗化的非宗教倾向”以及对“人的

存在价值”与“人性”的强调与重视，还是国内学者把人文精神理解为人之异于禽兽的特有文化教养、

以个体原则为基础的人的尊严与自由理性、以特定教养为基础的对人的情感和意志自由的珍视，庄

子的心性思想都不能归于“非人文主义”的纯粹自然主义，而是在处理自由与自然、本体与现象的关

系方面承继与发展了老子的“道论”所蕴涵的“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并发展为对生命价值、

理性道德价值的探讨。然而，就现代性而言，庄子回归自然的路径终究难以现实地化解人性化存在

的价值目标与扬弃具体行为过程的目的性、合目的性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既然心性及其秩序结构存

在着伦理德性与自由本性的二重性悖论，而现代心性经验“自然”的本性与能力受着自我中心性与知

性原则的人性结构的支配，那么，如何实现心性秩序、生命存在与理性历史之间的本真关联依然是值

得审思的价值论与存在论问题。

（责任编辑：杨嵘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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